
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
与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

张倩红　艾仁贵

摘　要：在近代早期世界的诸多港口城市，活跃着一批频繁开展跨地区交往的

塞法尔迪犹太人及其后裔，这些港口犹太人参与到殖民扩张和跨大西洋贸易中，形

成了连接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的全球性贸易网络。港口犹太人由于

其商业地位而赢得了主体社会的认可，进而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该群

体蕴含着现代商业社会的诸多特征：空前的流动性与亲族关系网络、“全球族”的

跨文化群体属性、商业价值的主导地位、现代经营手段与信用工具的运用、对传统

宗教权威的挑战、法律与社会地位的提升，等等。存在达三个世纪之久的港口犹太

人及其贸易网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推动了近代早期全球经济联系的扩展，

而且促进了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代表着犹太社会内部孕育现代性的另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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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把犹太人誉为 “现代性的先行者”（ｆｏｒｅｒｕｎｎｅｒ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①

认为犹太社会较早产生了现代性因素，支撑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１８世纪下半
叶中东欧地区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间，摩西·门德尔松发起服膺理性、接纳世俗
知识的哈斯卡拉运动 （Ｈａｓｋａｌａｈ，即犹太启蒙运动），与主体社会建立起广泛联系，

并对拉比宗教权威发起挑战，所有这些行为严重削弱了传统力量，使犹太社会陷入
危机之中，进而开启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这种长期主宰传统犹太史叙述的 “阿什
肯纳兹中心”倾向，② 把阿什肯纳兹群体中的宫廷犹太人与马斯基尔 （Ｍａｓｋｉｌｉ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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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犹太通史”（１５ＺＤＢ０６０）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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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启蒙分子）视为现代犹太人的先驱者。这条以思想启蒙与文化融合为核心的阿什

肯纳兹路径，通常被看作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唯一道路。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哈斯卡拉运动之前一两个世纪，现代性因素在犹太世

界内部的另一主要群体塞法尔迪人①及其后裔中间滋长。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由于

１４９２年西班牙大驱逐而散布在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地区的诸多港口

城市，这些港口犹太人通过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国之间，形成

了连接欧洲主要强国及其殖民地的全球性海洋贸易网络。在广泛参与近代早期殖民

扩张和国际贸易活动过程中，港口犹太人由于其商业价值而赢得主体社会的认可，

其法律与社会地位获得许多前所未有的提升，具备了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从而为

犹太社会在哈斯卡拉运动之外开辟了 “通向现代的另一条路径”。② 罗伯特·塞尔茨

注意到：“（１７和１８世纪）在荷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新的赛法迪姆居民点……在几

个方面成了现代犹太历史的先驱者。他们在世界最富有活力的日益扩展的经济中，

介入了远距离和先拓性的经营活动。作为个人，他们比其他任何散居区的犹太人享

有更多的政治安全，和得到更高程度的社会承认。尽管他们不享有和基督徒同样的

权利，但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法律地位，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犹太人均较少受到限制，

较少承担特别的义务和负担。”③

曾在近代早期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塞法尔迪犹太人群体，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

学术界的重视。英国犹太学者塞西尔·罗斯是研究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权威，他在

１９３２年出版的 《马兰诺的历史》④ 中对塞法尔迪群体的社会地位首次进行了系统探

究。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有学者开始关注塞法尔迪犹太人对殖民扩张活动的参与

及其构建的贸易网络，将之视为一种早期全球化的典型个案加以探讨。１９９７年布朗

大学举办了 “犹太人与欧洲向西半球的扩张”学术会议，⑤ 随后乔纳森·以色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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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法尔迪人”（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ｍ）一词源自希伯来语 “Ｓｅｆａｒａｄ”，原意为 “富庶之岛”，《圣
经》中以 该 词 指 称 物 产 丰 富 的 伊 比 利 亚 半 岛。塞 法 尔 迪 人 和 阿 什 肯 纳 兹 人
（Ａｓｈｋｅｎａｚｉｍ）共同构成中古与近代早期犹太世界内部的两大主要群体。与主要分布在
中东欧地区的阿什肯纳兹人不同，塞法尔迪人一开始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１４９２年西
班牙大驱逐后分散开来，主要分布在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等地的港口地区。

Ｙｏｓｅｆ　Ｋａｐｌａｎ，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Ｔｈｅ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０．
罗伯特·塞尔茨： 《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
第５０７页。

Ｃｅｃｉｌ　Ｒｏｔ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ａｎｏ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Ｊｅｗ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３２．
会后结集出版了同名论文集，参见Ｐａｏｌ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ｉｅｒｉｎｇ，ｅｄｓ．，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１４５０ｔｏ　１８００，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１．



戴维肯·基兹伯特分别对荷兰殖民帝国和伊比利亚殖民帝国境内塞法尔迪犹太人进
行了系统研究。①综合来看，国际学术界的现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塞法尔迪群体本
身的分析 （通常以某个特定区域、某个城市或某个家族为例），② 而对该群体之于现代
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与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关系等方面缺乏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史视角，在充分吸收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网络为切入点，分析现代商业社会特征在该群体中间的出现，

进而以此为基础，探究在哈斯卡拉运动之外犹太社会内部孕育现代性的另一条路径。

一、“港口犹太人”概念的提出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港口自古以来即是多种文明、宗教和民族的交汇之
地，也是货物、人群及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尤其在地理大发现后海洋成为世界经济
的主要活动舞台，“城市港口或港口城市，是现代欧洲空间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象
征着文化多样性与历史性经历的融合”。③港口凭借其与海洋之间的天然联系，充当着不
同文明之间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史和海洋史研究的
蓬勃发展，海洋贸易、商业网络、跨文化交流等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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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Ｉｓｒａｅｌ，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Ｊｅｗｓ，Ｃｒｙｐｔｏ－Ｊｅｗ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Ｅｍｐｉｒｅｓ （１５４０－１７４０），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２；Ｄａｖｉｋｅｎ　Ｓｔｕｄｎｉｃｋｉ－
Ｇｉｚｂｅｒｔ，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Ｓｅａ：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１４９２－１６４０，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例如，Ｅｓｔｈｅｒ　Ｂｅｎｂａｓｓａ　ａｎｄ　Ａｒｏｎ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ｅｐｈａｒｄｉ　Ｊｅｗｒ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ｅｏ－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１４ｔｈ－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Ｄａｎｉｅｌ　Ｍ．Ｓｗｅｔｃｈｉｎｓｋｉ，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ｓ：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Ｊｅｗ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Ｌｉｔｔｍ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Ａｒｂｅｌｌ，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ａｎａｓ，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Ｇｅｆ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２；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Ｔｒｉｖｅｌｌａｔｏ，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Ｔｈｅ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Ｌｉｖｏｒｎｏ，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Ｊｅｓｓｉｃａ　Ｖ．Ｒｏｉｔｍａ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ｍ，１５９５－１６４０，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１．
仅有的例外是，约瑟夫·卡普兰以西欧的塞法尔迪群体为例，探讨了塞法尔迪人与犹
太社会通向现代的另一条道路之间的关系，参见Ｙｏｓｅｆ　Ｋａｐｌａｎ，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Ｔｈｅ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实际上，这些现代特征不仅限
于西欧的塞法尔迪人，而在整个塞法尔迪流散地 （尤其是在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
的诸多港口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Ｂ．Ｓ．Ｈｏｙｌｅ　ａｎｄ　Ｄ．Ａ．Ｐｉｎ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Ｂｅｌｈａｖｅ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１．



从事近代早期犹太流散社团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时期主要生活在大西洋港口地区的

塞法尔迪犹太人。在此情况下，“港口犹太人”（Ｐｏｒｔ　Ｊｅｗｓ）概念正式被提出。

虽然自古以来就有不少犹太人生活在港口地区，但 “港口犹太人”这一术语的出

现和使用是比较晚近的现象。①作为一个专有名词， “港口犹太人”的提法最初由学

者路易丝·杜宾 （Ｌｏｉｓ　Ｃ．Ｄｕｂｉｎ）和大卫·索金 （Ｄａｖｉｄ　Ｓｏｒｋｉｎ）在１９９９年提出，②

前者首次组合了这一词组，后者对其内涵进行了系统阐发。“港口犹太人”的概念一

经提出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兴趣，学者们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③

具有特定内涵的港口犹太人，是指１４９２年西班牙大驱逐后到１８世纪末活跃在地

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海域，主要从事跨地区海洋贸易的犹太人群体。从

人口构成上看，港口犹太人主要来自从伊比利亚半岛迁出的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由

犹太人、马兰诺以及新基督徒④三大群体构成。这些群体的出现主要与１４世纪末到

１５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的反犹浪潮，尤其是与１４９２年西班牙大驱逐运动密切相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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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港口犹太人”的概念是相对于宫廷犹太人 （Ｃｏｕｒｔ　Ｊｅｗｓ）而言的。在德
文中，宫廷犹太人为 “Ｈｏｆｊｕｄｅｎ”，而港口犹太人为 “Ｈａｆｅｎｊｕｄｅｎ”。宫廷犹太人主要
活跃在绝对主义时期 （１７、１８世纪）的中欧君主制国家，以从事金融、承包等经济活
动著称。参见 Ｓｅｌｍａ　Ｓｔｅｒ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Ｊｅｗ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ｍ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ｔｒａｎｓ．Ｒａｌｐｈ　Ｗｅｉｍａ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Ｊｅｗ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５０．
Ｌｏｉｓ　Ｃ．Ｄｕｂｉｎ，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Ｊｅｗｓ　ｏｆ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　Ｔｒｉｅｓｔ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Ｄａｖｉｄ
Ｓｏｒｋｉｎ，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Ｊｅｗ：Ｎｏｔ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０，ｎｏ．１（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９９），ｐｐ．８７－９７．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南安普顿大学帕克斯研究所启动 “港口犹太人研究项目” （Ｐｏｒｔ　Ｊｅｗ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０１年与２００３年，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在南安普顿大学和开普敦大
学举行了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有关这两次学术会议的论文
集，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Ｃｅｓａｒａｎｉ，ｅｄ．，Ｐｏｒｔ　Ｊｅｗｓ：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ｓ，１５５０－１９５０，Ｌｏｎｄｏｎ：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２００２；Ｄａｖｉｄ　Ｃｅｓａｒａｎｉ
ａｎｄ　Ｇｅｍｍａ　Ｒｏｍａｉｎ，ｅｄｓ．，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５９０－１９９０：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Ｖａｌｌｅｎｔｉｎｅ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２００６．
１３９１年从塞维利亚开始的伊比利亚半岛强制改宗浪潮，致使大批犹太人皈依基督教，
这群规模浩大的改宗者随后被称为 “新基督徒”（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　ｎｕｅｖｏ）；而不少改宗者虽对
外宣称为基督徒但私下仍秘密遵守犹太教的生活方式，这些秘密犹太人被基督徒贬称
作 “马兰诺”（Ｍａｒｒａｎｏｓ）。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马兰诺问题、切断其与犹太人的联系，１４９２年３月３１日，西班牙国
王费迪南德与伊萨贝拉联合签发驱逐犹太人的法令 （Ａｌｈａｍｂｒａ　Ｄｅｃｒｅｅ），限令王国领地
上的所有犹太人必须在４个月之内离开，是为 “１４９２年大驱逐”事件 （Ｔｈｅ　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４９２）。据估计，此次大驱逐导致大约２０万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其中约有１２万
人进入邻近的葡萄牙王国。



１４９２年大驱逐后，西班牙犹太人的外迁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向东进入地中海区

域，主要是伊斯兰统治下的北非以及奥斯曼帝国，也包括威尼斯、利沃诺等意大利

城市公国；另一条是进入葡萄牙、法国以及北欧国家，该分支随后又经历多次人口

迁移，许多人随欧洲殖民者的扩张而散布在大西洋、印度洋等地的港口。

有关港口犹太人群体的具体人数，学术界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从人口比

例上看，中古与近代早期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为塞法尔迪人。据统计数字，１３００年塞

法尔迪人口为１４０万左右 （占当时世界犹太总人口的９３％），此后伊比利亚半岛的

强制皈依运动，导致塞法尔迪人口数量和占比有所下降，１５００年塞法尔迪人口为

１００万左右 （占犹太总人口的６７％），１６５０年塞法尔迪人口仍为１００万 （占犹太总

人口的５９％）；直到１７００年阿什肯纳兹人口总数才与塞法尔迪人口总数持平，各为

１００万左右。①考虑到塞法尔迪人占据近代早期世界犹太总人口的大多数，以及不少

马兰诺和新基督徒由于担心遭到宗教裁判所迫害而通常隐藏自己的身份，因此保守

估计，参与各类殖民扩张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港口犹太人至少占当时犹太总人口的１／３
以上，在鼎盛期甚至达到一半。②

归结起来，学术界对 “港口犹太人”的概念有以下基本界定。第一，通常与

１４９２年西班牙大驱逐后的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密切相关，生活在港口地区的其他犹

太人通常不被认可为港口犹太人。第二，定居在港口并具有空前频繁的流动性，他

们在不同的港口之间穿梭往来，从事着活跃的跨地区商业活动。第三，港口犹太人

的活动范围空前广阔，包括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 （东南亚、东亚部

分地区）③ 的众多港口和殖民地。第四，形成了跨地区的贸易网络，许多港口犹太

人家族及其分支遍布在不同的港口并相互联系。第五，主要从事殖民地贸易，这是

犹太人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而出现的新现象。

自从大流散以来，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有着频繁的交往与互动。公元前２世纪到

公元１４世纪之间，犹太人一直活跃在东西方陆路贸易上，成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维系者与受益者之一。散居民族所独有的国际化品质与世界商人的特殊禀赋使他们

能够以丝绸之路为舞台，穿梭于波斯文明、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基督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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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 Ｄｅａｎ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Ｂｅｌｌ，Ｊ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Ｐｌｙｍｏｕｔｈ：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８，ｐ．３６．
Ｄａｖｉｄ　Ｃｅｓａｒａｎｉ，Ｐｏｒｔ　Ｊｅｗ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Ｊｅｗｉｓ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４，ｎｏ．２，２００１，ｐ．５．
随着欧洲殖民势力向东扩张，１９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初，一些塞法尔迪商人将其贸易网
络扩展至远东地区，因而这一时期新加坡、马尼拉、香港、上海等港口的犹太人通常
也被纳入港口犹太人的范畴。参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Ｔｈｅ　Ｓｏｒｋ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ｒｔ　Ｊｅｗｒｙ，＂Ｊｅｗｉｓ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４，ｎｏ．２，２００１，ｐｐ．１７９－１９６．



伊斯兰文明、突厥文明以及中华文明之间，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与纽带。大航
海时代到来后，犹太人又积极探索新航道、参与殖民活动，尤其参与到连接新旧世

界的全球性贸易之中，而 “港口犹太人”正是犹太民族融入大航海时代的重要体现。

作为全球史和海洋史研究的重要案例，“港口犹太人”概念的提出是犹太史经历全球

史转向的重要体现。有学者指出，“港口城市和城镇在欧洲对外扩张和全球贸易体系

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考虑到犹太商人在近代早期海外商业中的地位以及大西
洋史和港口犹太人研究中对跨国网络的强调，是时候将这两种视角 （即犹太史和全

球史）结合起来。……以海洋为舞台，港口犹太人连接着遥远的社团……对港口犹

太人的研究，为犹太史研究增添了一种跨民族、跨海洋与全球的视角。”①

二、大航海时代与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

从１５世纪中叶到１６世纪末在世界历史上通常被称为 “大航海时代”。这一时期

是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由孤立走向联系的关键时期，也是全球经济网络勃兴的时

代。地理大发现打破了新旧大陆之间的孤立状态，揭开了欧洲、非洲与美洲之间系
统性交往的序幕，不仅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人员、技术，而且食物、观念以及疾病

等，都在新旧世界之间进行着密集的传播，这种由哥伦布远航开始的洲际性交往通

常被学者们称为 “哥伦布交往”（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②随着欧洲殖民活动的不断

扩张，美洲、非洲、亚洲等都逐步被纳入到正在形成的世界体系中。

地理大发现作为欧洲殖民扩张活动的历史性起点，犹太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颁布驱逐犹太人法令两周后的１４９２年４月１７日，西班牙
统治者正式批准了哥伦布向西远航前往 “印度”的大胆计划。哥伦布在他的日记中

写道：“在颁布敕令驱逐全部犹太人的同月，国王和女王陛下命令我带领足够的人员

启程去印度探险。”③８月３日，当所有犹太人都已离开西班牙时，停靠在帕洛斯港

的三艘舰船在哥伦布指挥下启程奔向未知世界。应该说，这两大事件并非只是时间

上的巧合，许多犹太人和马兰诺为远航提供了资金、技术及人员方面的前期准备，

而且他们还有人直接参与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远航。④

在新旧世界连成一体的情况下，贸易网络成为开展跨洲际交往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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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２０，ｎｏ．２，２００６，ｐｐ．１１８，１２５．
Ａｌｆｒｅｄ　Ｗ．Ｃｒｏｓｂｙ，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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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Ｃｅｃｉｌ　Ｒｏｔ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ａｎｏｓ，ｐ．２７１．
参见Ｍｅｙｅｒ　Ｋａｙｓｅｒｌｉｎｇ，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Ｃｏ．，１８９４．



１４９２年西班牙大驱逐后，许多犹太人跨越大西洋，参与到殖民扩张活动中。通过散
布在新旧世界各地的犹太商人及其代理人，港口犹太人穿梭在新旧大陆之间开展着
频繁的贸易交往，在此基础上，连结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等地的全球性贸易网
络逐渐成形。该贸易网络主要由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所构成，它通常也被称为塞法
尔迪贸易网络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到１７世纪中叶，港口犹太人贸易网
络进入鼎盛期，港口犹太人以各大主要港口为中心，将其贸易活动范围扩展至当时
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及其殖民地，从而在欧洲殖民扩张以及全球经济交往中发挥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

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的形成，有着两大关键性前提：对宗教迫害的恐惧 （伊比
利亚半岛的宗教迫害导致大批犹太人外迁）与对经济机会的向往 （重商主义带来的
经济机会吸引着犹太人）。它们是塞法尔迪人大规模流动的根本动力，前者是推力而
后者是拉力，二者构成犹太人海外扩张的两大动力引擎，共同推动着港口犹太人贸
易网络从地中海扩展至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根据主要活跃地区和兴起时间
来界定，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大致可以分为伊比利亚殖民体系 （包括西班牙和葡萄
牙）、荷兰殖民体系、英法殖民体系①以及印度洋与远东地区几大部分。

在伊比利亚殖民体系时期，许多新基督徒家族以里斯本与塞维利亚为基地，与
西北欧、地中海的港口城市以及美洲殖民地 （巴伊亚、韦拉克鲁斯、巴拿马、基多、

利马、波托西、布宜诺斯艾利斯、卡塔赫纳以及葡属巴西）之间开展着频繁的商业
往来，进口蔗糖、烟草、香料与宝石等殖民地原材料，向殖民地出口制成品，从而
形成 “地域广阔、层级分明且联系密切”② 的贸易网络。著名的马兰诺家族门德斯
家族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Ｍｅｎｄｅｓ）在１６世纪的欧洲商业和金融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垄断了当
时里斯本与北欧地区的香料和胡椒贸易，与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意大利的洛梅利尼
家族 （Ｌｏｍｅｌｌｉｎｉ）并称为当时欧洲的三大商业和金融家族。该家族一开始以葡萄牙为
基地，１５１２年在安特卫普建立分支，随后又扩展到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费拉拉以及
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等地，该家族与当时欧洲的主要君主国 （西班牙、葡萄牙、

英国、奥斯曼帝国等）都有着密切的借贷关系并在当地设有代理人。

从１７世纪中叶起，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在英法殖民体系下得到快速发展，并在
殖民地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牙买加、巴巴多斯、北美、瓜德罗普、马提
尼克、圣多明各等地具有较大影响。牙买加犹太人主要从事与其他西印度殖民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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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近代早期的西方殖民扩张通常分为两大体系———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主的伊比利亚体
系 （Ｉｂｅｒ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和以荷兰、英国、法国为主的西北欧体系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参 见 Ｐｉｅｔｅｒ　Ｅｍｍｅｒ，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Ｉｔｉｎｅｒａｒｉｏ，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１９９１，ｐｐ．２１－２７．
Ｄａｖｉｋｅｎ　Ｓｔｕｄｎｉｃｋｉ－Ｇｉｚｂｅｒｔ，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Ｓｅａ：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１４９２－１６４０，ｐ．９４．



贸易，比如巴西木、胡椒、可可、蔗糖等，他们还几乎垄断了当地的香草和甘椒贸
易，随后又转向靛蓝、染料、棉花与纺织品贸易。①来自巴西的犹太难民为巴巴多斯
带来了蔗糖生产与精炼技术，使该岛成为加勒比地区的主要产糖岛屿之一。②法属马
提尼克的蔗糖业也得益于犹太人。１６８５年，马提尼克拥有１７２座蔗糖作坊，其中近

１／３属于犹太人。③犹太人还积极参与到欧洲殖民者的海盗活动中，在牙买加等加勒
比海地区十分活跃。④

就规模和影响而言，港口犹太人在荷兰殖民体系下最为活跃，他们卷入荷兰殖
民扩张活动的程度也最深。１７世纪初，奉行重商主义和宗教宽容政策的荷兰尤其是
阿姆斯特丹，吸引了大批遭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新基督徒前来定居，许多新基督徒
进入当地后开始公开皈依犹太教。塞法尔迪人在荷兰对外殖民扩张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从事奴隶、蔗糖、烟草、钻石等跨大西洋贸易的枢
纽与中心。⑤１６３０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巴西，吸引大批犹太人前来定居。荷属
巴西的主要港口累西腓一度拥有当时美洲最大规模的犹太社团。１６４４年，荷属巴西
达到繁荣的顶点，大约有１４５０名塞法尔迪犹太人，占当地白人的一半以上。⑥１６５４
年，巴西被葡萄牙人重新夺取后，许多犹太人前往荷属苏里南、库拉索，他们的到
来改变了这些岛屿的经济状况，使之成为中美洲地区的重要港口要冲。到１７２６年，

库拉索的塞法尔迪人拥有超过２００艘商船，控制了该岛绝大部分航运业，与美洲的
众多港口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⑦ 他们在库拉索进行交换的商品种类有可可、烟草、

兽皮、蔗糖、咖啡、靛蓝、小麦、面粉以及豌豆等。⑧苏里南则一度拥有美洲最大的
犹太社团，人口最多时超过３千人。在美洲犹太人口重新流动的过程中，北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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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Ａｒｂｅｌｌ，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Ｊｅｗｓ　ｏｆ　Ｊａｍａｉｃａ，Ｋｉｎｇｓｔｏｎ：Ｃａｎｏｅ　Ｐｒｅ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２０００，ｐ．４８．
Ｈａｒｒｙ　Ａ．Ｅｚｒａｔｔｙ，５００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ＭＤ：Ｏｍｎｉ　Ａｒｔｓ，１９９７，ｐ．５９．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Ａｒｂｅｌｌ，Ｊｅｗｉｓｈ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ｉｑｕｅ，Ｇｕａｄｅｌｏｕｐｅ，Ｈａｉｔｉ，Ｃａｙｅｎｎｅ）ａｎｄ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　Ｃｏｄｅ，＂ｉｎ　Ｐａｏｌ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ｉｅｒｉｎｇ，ｅｄｓ．，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１４５０
ｔｏ　１８００，ｐ．２９１．
参见Ｅｄｗａｒｄ　Ｋｒｉｔｚｌｅｒ，Ｊｅｗｉｓｈ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２００８．
１７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也是欧洲乃至世界塞法尔迪人的中心和 “母亲社团”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被誉为 “荷兰的耶路撒冷”（Ｄｕｔｃｈ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ｉｚｎｉｔｚｅｒ，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Ｊｅｗｓ　ｉｎ　Ｄｕｔｃｈ　Ｂｒａｚｉｌ（１６３０－１６５４），＂Ｊｅｗ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２（Ａｐｒｉｌ　１９５４），ｐ．１１１．
Ｉｓａａｃ　Ｓ．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ａｎｄ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Ａ．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Ａｎｔｉｌｌｅｓ，ｖｏｌ．１，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１９７０，ｐ．６８１．
Ｗｉｍ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ａａｏ，＂ｉｎ　Ｐａｏｌ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ｉｅｒｉｎｇ，ｅｄｓ．，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１４５０ｔｏ　１８００，ｐ．３５６．



迎来了最早的一批犹太人。１６５４年９月，２３名原居巴西的葡萄牙犹太人为躲避宗教
裁判所的迫害来到了荷属新阿姆斯特丹，成为向美国移民的先驱。①

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全球扩张，不少塞法尔迪人作为翻译、航海向导或代理人进
入东方从事商业活动，并积极参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活动，他们的足迹沿着西非、

阿拉伯海、印度次大陆、孟加拉湾等海岸扩展，印度洋贸易沿线的主要港口城市
（例如霍尔木兹、科钦、果阿、孟买、马六甲等）都成为犹太商人的重要据点。特别
是从１６世纪开始，苏拉特、科钦、果阿、卡利卡特、卡朗格努尔 （Ｃｒａｎｇａｎｏｒｅ）、

马德拉斯、圣托马斯等印度沿海港口都存在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此外，霍尔木兹、

马斯喀特、锡兰、马六甲、暹罗、马尼拉等都活跃着塞法尔迪犹太商人。②早期进入
印度洋地区的塞法尔迪人从事各种贸易。路易斯·罗德里格斯 （Ｌｕｉｓ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从
霍尔木兹进口马匹运输到科摩林角 （Ｃａｐｅ　Ｃｏｍｏｒｉｎ），他的船只前往纳加帕蒂南
（Ｎｅｇａｐａｔｔａｎａｍ）、麦拉坡 （Ｍｙｌａｐｏｒｅ）、锡兰、马六甲、勃固 （Ｐｅｇｕ，今缅甸）等
地；他将孟加拉、锡兰与马六甲的商品运到科钦出售，并将武器弹药转售给当地的
统治者。③除商业领域以外，当地的许多港口犹太人还充当着西方殖民者的外交代理
人。由于他们出色的语言能力、在当地的社会影响以及与土邦王公、苏丹的密切关
系，许多塞法尔迪人被赋予政治和外交代理人的角色。１８世纪下半叶和１９世纪，

著名的沙逊家族 （ｔｈｅ　Ｓａｓｓｏｏｎｓ）凭借家族网络，建立起横跨亚洲大陆的庞大商业帝
国，其分支遍布加尔各答、孟买、香港、上海等地。沙逊家族也因此被誉为 “东方
的罗斯柴尔德家族”（ｔｈ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④

到１８世纪下半叶，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网络在许多因素的压力下逐步走向衰
落。这一时期由于西葡两国持续实行压制政策，结束了伊比利亚半岛新基督徒和马
兰诺的外迁浪潮，导致港口犹太人失去了新鲜血液，并且与伊比利亚半岛的亲族关
系网络也被切断。更为关键的是，随着重商主义走向没落、荷兰霸权的结束，严重
依赖重商政策的塞法尔迪贸易网络随之趋于衰落。⑤特别是进入１８世纪中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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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港口犹太人在早期北美犹太社团中占据主要地位，几乎每个有组织的犹太社团———萨
凡纳、查尔斯顿、费城、纽约与纽波特的犹太社团———都是在港口城市中发展起来的。

Ｗａｌｔｅｒ　Ｊ．Ｆｉｓｃｈｅｌ，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ｏｆ　Ａ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ｎ），＂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７，１９６７，ｐ．１９５．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Ｘ．Ｒｏｂｂｉｎｓ，Ｊｅｗｓ，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Ｍａｌａｂａｒ　Ｃｏａｓｔ，＂ｉｎ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Ｘ．Ｒｏｂｂｉ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ｖｉｎ　Ｔｏｋａｙｅｒ，ｅｄ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ｅｗ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Ｍａｎｏｈａｒ，２０１３，ｐ．９８．
Ｃｅｃｉｌ　Ｒｏｔｈ，Ｔｈｅ　Ｓａｓｓｏｏ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ｌｅ，１９４１，ｐ．１１．
有学者强调港口犹太人与荷兰商业霸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塞法尔迪人在西欧处于支配
地位的时期与荷兰在１７世纪的活力相一致并部分地依赖于后者。一个世纪以后，欧洲
贸易模式转移导致荷兰霸权的结束，将荷兰变成二流强国，而阿姆斯特丹的塞法尔迪
显赫商人家族也随之衰落，正如相互联系的波尔多、汉堡、威尼斯与伦敦塞法尔迪



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制造业取代商业成为国际经济的动力引擎，导致以从事商品

运输与转卖为主的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失去活力。此外，导致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

网络走向衰落的原因还有：阿姆斯特丹及其他港口犹太人的贫困不断加剧；在外部

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塞法尔迪流散地出现了很高的同化率。①

在没有国家这一载体为商业机构及其活动提供保障的情况下，港口犹太人跨越

宗教与民族界限，在欧洲强国及其殖民地开展跨地区贸易，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

建立并维系全球性海洋贸易网络达三个世纪之久。港口犹太人先后参与到地理大发

现、殖民扩张、重商主义等近代史上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活动中，成为殖

民扩张与海外贸易的中坚力量，因此被视为 “欧洲殖民扩张中无价的代理人”。② 乔

纳森·以色列指出，“西方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在从１４９２年发端到１８世纪末的欧洲海

洋、商业与殖民扩张中充当了十分特别或许是独一无二的角色。……在大规模全球扩

张活动中，塞法尔迪犹太人与具有伊比利亚背景的秘密犹太人以实质性方式，对西

方主要商业中心在国际贸易、航运与金融业中不断增强的主导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而对当时的六大海洋帝国———威尼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

的贡献也引人注目。”③

三、港口犹太人与现代商业社会特征的成长

在频繁参与跨地区贸易的过程中，港口犹太人及其社团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商业

社会的形态，其呈现方式不同于传统犹太商人的个体性特征，而是以网络形式大规

模扩展。通过与非犹太人在许多领域的密切交往，港口犹太人逐渐打破了传统犹太

社团的结构，具备了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索金指出：“与宫廷犹太人和马斯基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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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社团一样。塞法尔迪人因而沦为不断趋于边缘的地位。”参见Ｊａｎｅ　Ｓ．Ｇｅｒｂｅｒ，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ｏｆ　Ｓｐａ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ｐｐ．１８１－１８２．
①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Ｉｓｒａｅｌ，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Ｊｅｗｓ，Ｃｒｙｐｔｏ－Ｊｅｗ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Ｅｍｐｉｒｅｓ（１５４０－１７４０），ｐｐ．３８－３９．
Ｎｏａｈ　Ｌ．Ｇｅｌｆａｎｄ，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Ｄｕｔｃ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Ｐｈ．
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ｐ．６．历史资料证明，港口
犹太人直接和间接地充当了殖民扩张活动的先驱者和代理人角色，积极参与了以奴隶
贸易和海盗贸易等为代表的殖民活动，这些殖民掠夺行为给所到之处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破坏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正是通过这些活动，犹太人扩展了自身的国际商业联系，
其社团内部的商业特性也得以进一步成长。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Ｉｓｒａｅｌ，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Ｊｅｗｓ，Ｃｒｙｐｔｏ－Ｊｅｗ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Ｅｍｐｉｒｅｓ（１５４０－１７４０），ｐ．１．



样，港口犹太人都源自向西的移民。但不同于那两种阿什肯纳兹类型的是，港口犹

太人受益于商业城市和商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当宫廷犹太人扭曲了自治社团
（中古犹太生活的特征）的边界时，港口犹太人已经以商业公司或自愿社团的形式生

活在自治社团之外。”①

（一）空前的流动性与亲族关系网络

近代早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与商品出现了空前的流动性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流动性是塞法尔迪犹太人的首要特征。地理大发现后，散居在各地的港口犹太人的

人口流动趋势前所未有，他们是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移民，以家族和婚姻联结而成

的亲族关系 （ｋｉｎｓｈｉｐ）为纽带开展商业活动。斯威特齐尼斯基强调， “商业与亲族

关系之间的关系如同鸡与蛋的关系一般”。②港口犹太人在维系和加强相互之间的信

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他们基本都源自伊比利亚半岛，有着共同的血缘

与亲族关系，而且对犹太教古老的遗产有着共同的认知，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 （他

们都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这些家族及其散布在各地的分支所形成的贸易网络，

为塞法尔迪人商业上的成功提供了重要前提。布罗代尔在其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

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写道：“他们 （犹太人）建立了世界的最主要的商业网，因为

他们遍布全球，在落后地区或者不发达地区充当手工业者、店主或者当铺老板。在

主要城市里，他们参与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的勃兴和商业的繁荣。”③

亲族关系使得同一家族在不同的经济生活中心扎根，并在各地建立起许多商业分

支，在全球至少两个地方拥有立足点的犹太商业公司可能数以百计乃至千计。例如，

洛佩斯家族 （ｔｈｅ　Ｌｏｐｅｚ　ｆａｍｉｌｙ）的中心位于波尔多，但在西班牙、英格兰、安特卫普

与图卢兹都有分支；著名的加迪斯家族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ｓ）同样来自波尔多，在法属殖民地

马提尼克、圣多明各等都有分支；卡塞尔家族 （ｔｈｅ　Ｃａｒｃｅｒｅｓ）分布在汉堡、英格兰、

奥地利、西印度群岛、巴巴多斯与苏里南；其他有着世界范围分支的著名家族有科斯

塔家族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ａｓ）、科内利亚诺家族 （ｔｈｅ　Ｃｏｎｅｇｌｉａｎｏｓ）、阿尔哈迪比家族 （ｔｈｅ

Ａｌｈａｄｉｂｓ）、沙 逊 家 族、皮 埃 尔 家 族 （ｔｈｅ　Ｐｅｒｅｉｒｅｓ）、罗 斯 柴 尔 德 家 族 （ｔｈ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ｓ）等。可以说，这些塞法尔迪犹太商业家族是 “跨国公司”的雏形。④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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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ｉｅｌ　Ｍ．Ｓｗｅｔｃｈｉｎｓｋｉ，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Ｌｉｆｅ　ｉｎ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ｏｌｌ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ａ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ｉａｎａ，ｖｏｌ．１５，ｎｏ．１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８１），ｐ．７３．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２卷，吴模信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０页。

Ｓａｍ　Ｎ．Ｌｅｈｍａｎ－Ｗｉｌｚｉｇ，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ｅｗ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３／４（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　１９７８），ｐｐ．２５１－２７０．



西尔·罗斯强调，这种亲族关系构成的网络为塞法尔迪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极大便
利：“他们 （塞法尔迪犹太人）在西欧贸易中发挥了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

同样的语言和同样的文化遍布于每个港口或大或小的圈子之中。某个人从汉堡到波尔
多，从波尔多到利沃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以同样的语言进行的通信在半个以上的
文明世界开展。绝大多数的重要家族是国际性的，其成员定居在每个大型中心。因
而，从字面来说，‘信用’就是一种社会实际，它自动地支持着社会交往”。①

这种基于血脉关系之上的跨地区联系，成为港口犹太人开展跨地区商业活动的
天然便利条件。耶鲁沙尔米分析道：“他们 （塞法尔迪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超越了区
分基督徒与穆斯林世界、或者新教与天主教国家的宗教和地缘政治界限。这种国际
性凝聚力至少成为塞法尔迪人商业成功的主要根源之一。”②

（二）“全球族”跨文化群体属性的塑造

自古以来犹太人多选择在商业要道定居，作为商人和货物集散人，在货物、信
息等方面都领先于其他商人群体。当代学者乔尔·科特金将犹太人视为影响人类发
展的五大全球化部族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ｉｂｅｓ）之一，并归纳了全球化部族的三大共性特征：

具有强烈的族裔认同感和共同依存意识；具有一个以共同信任为基础的全球网络；

具有一种执著地从所有可能得到的资源中获取技术和其他知识的能力。③在近代早期
的港口犹太人那里，这种 “全球族”的跨文化群体属性尤为显著，他们充当着不同
民族之间 “互相交流的媒介”。１７１２年９月２７日的 《观察者》这样描述道：“他们
（犹太人）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贸易地区，成了相距最遥远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媒
介，人类通过他们得以普遍联络起来。他们仿佛嵌在大楼中的木栓和钉子，尽管本
身价值微不足道，但对于整个架构的维持，却绝对必需。”④

“全球族”的群体属性赋予港口犹太人独特的 “中间人身份”（ｍｉｄｄｌｅｍｅｎ），这
种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中间人身份使之充当着本地与外部进行商业交往的桥梁，

从而为犹太人从事国际交往并建立贸易网络提供了独特条件。在近代早期殖民扩张
初期，由于西方殖民者对美洲以及东方的知识十分有限，亟需了解外部世界的地理
和情况，而许多犹太人、马兰诺和新基督徒参与到翻译、代理人、顾问和航海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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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ｓｅｆ　Ｈ．Ｙｅｒｕｓｈａｌｍｉ，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Ｃｕｒａａ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７２，ｎｏ．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ｐｐ．１７７－１７８．
乔尔·科特金：《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王旭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序言”，第２、４页。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Ｌｉｅｂｍａｎ，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Ｊｅｗｒｙ，１４９３－１８２５，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ｔａｖ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２，ｐ．１８９．



等职业中，① 主要是由于他们出色的语言能力以及他们与其他地区的广泛联系所致。

有学者这样评价犹太翻译的作用，他们 “扩展了家族与社团的网络……使之成为出
色的使者和密探”。②

作为 “全球族”的另一重要体现，跨文化交往在港口犹太人中间频繁发生，从而
使之具备了出色的文化柔韧性。犹太人在长期流散生活中发展起来的社交能力与环境
适应力是超群的，他们精通许多民族的语言，善于判断当地的行情，他们特有的文化
柔韧性使其灵活周旋于不同群体之间，这种特征是散居犹太人基本都有的共性，但在
港口犹太人那里尤为显著。正是由于港口犹太人出色的文化柔韧性，他们才得以跨越
宗教与民族的界限而在主要殖民帝国及其殖民地范围内开展跨地区贸易活动：“尽管
伊比利亚的宗教裁判所以及其他地方不时发生许多袭扰，但塞法尔迪人作为近代早期
世界最重要的 ‘跨文化掮客’（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ｒｏｋｅｒｓ）而出现：他们独自成功地将所
有西方的海上帝国、所有大陆以及所有对立的主要宗教集团连接起来”。③

（三）商业价值的主导地位

很大程度上，港口犹太人由于其商业价值而为当地社会所接纳，他们与重商主
义的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在许多重商主义统治者看来，拥有雄厚资本实力以及
广泛经济联系的港口犹太人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因而积极招徕从事海外贸
易的犹太人前来定居。另一方面，港口犹太人是重商主义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重商主义环境使他们的商业才能得以充分施展。由于与重商主义的环境密切相关，

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网络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与荷兰
的商业霸权联系比较紧密。推行重商主义的荷兰积极接纳塞法尔迪人进入其境内以
及殖民地定居，因而塞法尔迪人在荷兰殖民体系下最为活跃，阿姆斯特丹也成为当
时塞法尔迪世界的中心。而港口犹太人为荷兰带来了发展商业所需的巨额资本与广
泛联系，从而造就了荷兰在１７世纪国际商业中的霸权地位，出现了所谓的 “荷兰黄
金时代”，这个时期也正是港口犹太人的鼎盛期。正是基于重商主义对于港口犹太人

·３９１·

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与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

①

②

③

许多塞法尔迪人从事翻译、代理人、顾问和航海向导等职业。例如，哥伦布远航舰队
的翻译路易斯·德·托雷斯、达伽马远航舰队的翻译兼航海向导加斯帕尔 （Ｇａｓｐａｒ）、
葡萄牙王室在尼德兰联省的代理人达·科斯塔家族、摩洛哥王室的欧洲代理人兼顾问
撒母耳·帕拉赫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ａｌｌａｃｈｅ）、英属东印度公司外交代表亚伯拉罕·纳瓦罗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Ｎａｖａｒｒｏ），等等。

Ｄｅｊａｎｉｒａｈ　Ｃｏｕｔｏ，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ｏｒ　Ｌｉｎｇｕ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１，ｎｏ．２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３），ｐ．４．
Ａｄａｍ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ｓ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７，ｎｏ．３（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７），ｐ．４１９．



的重要作用，有学者将之称为 “亲犹的重商主义”（Ｐｈｉｌｏｓｅｍｉｔｉｃ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ｍ）。①

正是港口犹太人的商业价值 （包括大量财富与广泛联系），使之成为国际经济中
举足轻重的力量。港口犹太人的大规模流动往往伴随着财富与商业联系的转移，他
们的人口迁移同时也是 “资本的迁出”（ｅｘｏｄｏ　ｄｅ　ｃａｐｉｔａｅｓ），②成为国际经济中此消
彼长的关键性少数。１６７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一封由牙买加总督写给英国枢密大臣的
信，充分强调了犹太人的商业价值，“没有其他臣民可以比犹太人更能让国王陛下获
利：他们拥有大量的货物与广阔的通信”。③查尔斯·达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Ｄａｌｙ）也强
调：“他们 （塞法尔迪人）被从其他职业驱赶出来，而不得不将其精力转向贸易。他
们的世界主义特质使之观察到什么是推动国际贸易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迅速与机
敏帮助其发现如何促进贸易。”④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港口犹太人的商业地位还体现在参与并促成了国际商业重
心从伊比利亚向西北欧转移的过程。如前所述，在伊比利亚殖民体系时期，由于伊
比利亚半岛的宗教迫害，许多马兰诺与新基督徒前往西葡在美洲的殖民地，⑤ 使美
洲经济成为大西洋经济的活力源泉。进入西北欧殖民体系时期，荷兰的宗教宽容与
重商政策吸引了大批犹太人前来定居，促使阿姆斯特丹在１７世纪成为国际商业的中
心。布罗代尔指出，“作为经验丰富的商人，犹太人自然地倾向于繁荣的经济。他们
进入某个国家，通常意味着当地经济的发达或发展。而如果他们离开，虽然并不都
意味着当地经济的不景气，但至少可能不是那么繁荣。”⑥学者桑巴特也强调，塞法
尔迪人的国际迁移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经济生活中心的转移”：“以色列人如同太
阳一般掠过欧洲上空：他们到来，万物复苏；他们离去，万物凋零。犹太民族自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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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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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Ｉｓｒａｅ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ｅｗ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ｍ，１５５０－１７５０，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ｍ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ｐ．９３．
桑巴特：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艾仁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

１２７页。

Ｍ．Ｋａｙｓｅｒｌｉｎｇ，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Ｊａｍａｉｃａ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ｏｐｅｚ　Ｌａｇｕｎａ，＂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２，ｎｏ．４（Ｊｕｌｙ　１９００），ｐ．７１０．
Ｏｓｃａｒ　Ｒｅｉｓｓ，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Ｎ．Ｃ．：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　＆ Ｃｏ．，

２００４，ｐ．１５５．
对犹太人的大驱逐运动是导致西班牙王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当时就有人意识到犹
太人之于西班牙经济的重要作用，安东尼奥修士发出警告说：“（驱犹运动）将不仅使
这个王国失去人口，而且将使之贫困，因为他们 （犹太人）通过其财富使我们的敌人
富裕起来。”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ｌｐｅｒｔ，Ｃｒｙｐｔｏ－Ｊｕｄａ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２００１，ｐ．５７．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１５ｔｈ－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ｒａｎｓ．Ｓｉａ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ｖｏｌ．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１８７．



世纪以来命运变迁的简要历史将会支持这种论点”。①具体来说，他们的迁移成为西
葡衰落而荷英崛起的关键：“１６世纪末，西班牙及葡萄牙的犹太人定居到其他国家。

正是在这个时期，比利牛斯半岛经济发展的厄运被注定了。……另一方面，有时颇
难预料的是，这些难民逃往的国家和城市的经济重要性得到了提升，这种现象肯定
要追溯至西班牙犹太人在当地的首次出现”，接着他又以荷兰和英国的崛起为例来说
明塞法尔迪犹太人的到来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荷兰于１６世
纪末突然崛起 （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１５９３年，首批葡萄牙马兰诺定居于阿姆
斯特丹，不久，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英国的情况也大致类似。这个国家的经
济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犹太人的涌入如影随形，而这些犹太人主要来自西
班牙与葡萄牙”。②

（四）现代经营手段与信用工具的运用

近代早期散居在各地的港口犹太人虽然数量并不多，但他们几乎在各个主要港
口都有贸易据点，这主要得益于塞法尔迪商人运用了一系列现代经营手段和信用工
具。从中古晚期开始，为了分担商业风险和维持商业合作，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
大利城市地区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中间发展起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

包括代理人制、合伙制、海上保险、汇票，等等。散居在意大利地区的塞法尔迪犹
太人借助这些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同时又对其进行一定的革新和改进，并推广开
来，这些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的运用不仅使分散在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
平洋等广阔区域的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的运作变得积极有效，并且促进了近代早期
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具体来说，以塞法尔迪人为主体的港口犹太人在现代经营手段
和信用工具的使用与推广上主要有以下建树。

第一，革新代理人制度。在经营手段上，塞法尔迪人以亲族关系为基础建立起
发达的代理人机制 （ｆａｔｔｏｒｉａ）。③代理人提供各种与商业有关的服务，例如装货和卸
货、支付关税和运费、将货物运往市场、在信用期限内出售商品，等等。代理活动
可以很大程度地降低商业风险和成本，它是中古与近代早期远程贸易的重要形式。

代理人通常不对货物的经济损失负责，从雇主那里领取固定薪水，因而他们对雇主
是否获得高额利润兴趣不大。而１６世纪的塞法尔迪犹太商人在代理人制度中引入一
项重要变革，他们废除了薪水制度，根据交易额的一定比例来支付薪水，这就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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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９页。
参见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１０—１１页。

Ｓｈｅｌｏｍｏ　Ｄ．Ｇｏｔｅｉｎ，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ｉｒｏ　Ｇｅｎｉｚａ，ｖｏｌ．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ｌｉ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１６６．



了代理人的积极性，使之努力出售商品以提高收益。①此外，塞法尔迪犹太商人还在
许多港口城市设立商业领事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ｓ），② 负责接收和保管商人运来的
货物，并按指令将货物运往目的地。通过商业领事，商人无需处理商品的转运问题，

并获得了有关运输风险和目的地市场的信息。可以说，塞法尔迪犹太商人的代理人
遍布许多重要的海洋贸易线路。例如，以从事钻石贸易著称的利沃诺犹太商人埃尔
加斯与西尔维拉家族 （Ｅｒｇａｓ　＆Ｓｉｌｖｅｒａ）的代理人遍布地中海—西北欧—印度洋贸
易沿线，包括阿勒颇 （以及亚历山大勒塔、塞浦路斯及其他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威
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伦敦、马赛、里斯本、果阿等主要港口。③该家族的代
理人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直系亲属、其他塞法尔迪人、非犹太人。借助发达的代理
人机制，不同地区的犹太人得以与最遥远的地区开展直接的商业活动，在信任和合
作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持稳定的联系网络。

第二，规范合伙关系。在跨地区贸易过程中，由于经常面临与其他犹太人以及非
犹太人开展贸易的情况，到１６世纪在犹太商人中间出现了重要的法律文件——— “合
伙证明”（Ｈｅｔｔｅｒ　Ｉｓｋａ），它在 “埃斯卡”④ 的基础上结合了 “康曼达”⑤ 的某些特
征，以商业契约的形式明确规定参与商业投资的各方 （商人及其代理人）应承担的
权利和义务，以及在运输商品过程中发生的遗失或损坏情况进行赔偿等具体事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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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Ａｒｙｅｈ　Ｓｈｍｕｅｌｅｖｉｔｚ，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１９８４，ｐｐ．１４３－１４４．
Ｄａｎｉｅｌ　Ｊüｔｔｅ，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ｎｓｕ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ｉ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ｅｓｔ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ｒｉｔ　Ｓｃｈｕｌｔｅ　Ｂｅｅｒｂüｈｌ，ｅｄｓ．，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６６０－１９１４，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１，ｐｐ．１５３－１８６．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Ｔｒｉｖｅｌｌａｔｏ，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Ｔｈｅ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Ｌｉｖｏｒｎｏ，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ｐ．１９４．
“埃斯卡”（ｉｓｋａ）最初出现在 《巴比伦塔木德》中，意为 “半贷款与半信任” （ｓｅｍｉ－
ｌｏａｎ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ｔｒｕｓｔ）。它将借贷关系转换成隐名合伙关系 （ｓｉｌ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从而允
许在犹太人中间进行以取利为基础的贷款而不违反 《托拉》有关不得在犹太人中间开
展借贷活动的禁令。参见 Ａｈｍａｄ　Ｋａｌｅ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ｒｖｙｎ　Ｋ．Ｌｅｗｉｓ，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ｂｒａｈ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ｉｎ　Ｍｅｒｖｙｎ　Ｋ．Ｌｅｗｉｓ，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ｒｉｆｆ　ａｎｄ　Ｓｈａｍｓｈｅｒ　Ｍｏｈａｍａｄ，ｅｄｓ．，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Ｂａｎｋｉｎｇ，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ＵＫ：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２０１４，ｐ．１５８．
“康曼达”（ｃｏｍｍｅｎｄａ），也称合伙制，是自１２、１３世纪开始在基督徒商人中间广泛使
用的合伙制商业模式。参见Ｊｏｈｎ　Ｈ．Ｐｒｙｏｒ，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ｄ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ｐｅｃｕｌｕｍ，ｖｏｌ．５２，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７７），ｐｐ．５－３７．
Ｊ．Ｄａｖｉｄ　Ｂｌｅｉｃｈ，Ｈｅｔｔｅｒ　Ｉｓｋａ，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Ａ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它对从合伙关系中获取利润进行了具体规定：首先是对责任的划分，通常投资者承
担２／３的责任，代理人承担１／３；其次是对利润的划分，通常２／３的利润归代理人，

１／３的利润归投资者。①这种合伙关系是一种利润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投资者 “平

等地分享”合伙人赢得的利润，同时共同分担风险，从而大大便利了犹太人开展海

外贸易活动。

第三，拓展海上保险业务。在中古与近代早期的远程贸易中， “海上保险”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② 是常用的信用工具之一。１３、１４世纪，海上保险率先在热
那亚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发展起来，已知最早的一份保险单来自１３４７年的热那亚，③

随后在西欧各地商人中间流行，并逐渐走向专业化。１５、１６世纪，流散到意大利半
岛尤其是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等港口城市的塞法尔迪人，在从事地中海等远程贸

易活动时使用了保险单据 “坎比奥”（ｃａｍｂｉｏ），这种单据类似贷款，由被保险人向
保险人支付一定的利息，通常为商品价值的３％—４％左右。１６世纪萨洛尼卡的绝大
部分塞法尔迪犹太商人频繁使用这种海上保险，经营范围涵盖意大利、埃及等地，

随后扩展至奥斯曼帝国境内主要城市以及欧洲许多港口。④ “坎比奥”被视为保险人
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契约，由于保险人拥有至少与贷款同等价值的货物，从而确保了

贷款的偿付。这种商业经营手段得到了拉比权威的认可，成为一种保护货物在不同
港口之间运转的制度。

第四，开展汇票业务。由于远程贸易的买卖双方相距遥远，使用货币也各异，无
法像国内贸易那样方便地结算，随着海上保险的发展，到１５世纪前后，在地中海地

区的主要港口开始出现进行国际结算的信用工具——— “汇票”（ｂｉｌｌ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汇
票作为一种无条件的委托支付，通常有三位当事人：开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尽

管犹太人是否为汇票发明者存在争议，⑤ 但他们无疑是汇票的熟练使用者和积极推
广者。由于许多同胞散居在不同港口，犹太人在汇票的使用方面有着先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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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ｉｎ　Ａａｒｏｎ　Ｌｅｖｉｎｅ，ｅｄ．，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１９８．

①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Ｌ．Ｕｄｏｖｉｔｃ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Ｉｓｌａｍ，Ｉｓｒａｅｌ，

Ｂｙｚａｎｔｉｕｍ？＂Ｓｐｅｃｕｌｕｍ，ｖｏｌ．３７，ｎｏ．２（Ａｐｒｉｌ　１９６２），ｐ．１９９．
海上保险源于古希腊罗马的 “海事贷款”（ｓｅａ　ｌｏａｎｓ），通过保险单的方式对船舶、货物
以及相关利益 （如租金、运费）等进行保险，以补偿因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
的海上运输损失。

Ｊａｍｅｓ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ｊｅｃｔｕ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ａｓｃａｌ，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２７４－２７７．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ｒｂｅｌ，Ｊｅｗｓ，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ｉｏ：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Ｚｉｏｎ，ｖｏｌ．６９，ｎｏ．２，

２００４，ｐｐ．１５７－１５９．
学者桑巴特对犹太人在汇票、证券、纸币、公债等信用工具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



这为其开展远程贸易提供了重要便利。在一份１５５０年威尼斯基督徒商人的请愿书
中，提及了塞法尔迪犹太商人在当地开展汇票业务的情况：“我们也像他们那样从
事兑换，因为他们不断地向我们汇款……将现金送来以便通过我们的交易所将之
兑换成里昂、佛兰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这些佛罗伦萨犹太居民的情况，

也适用于同样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其他犹太商人，这些人逗留在佛兰德、里昂、

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其他地区，他们尽力与我们做生意，不仅从事兑换活
动，而且将佛兰德的货物运到这里，出售来自西西里的谷物，并购入其他货物以
运往其他国家”。①

（五）对传统宗教权威的挑战

如前所述，港口犹太人包括了马兰诺和新基督徒，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宗
教迫害而被动选择皈依基督教，但其内心通常并不真诚接受新的宗教。不少马兰诺
遭受着内部生活与外部生活的分裂，在两种信仰之间挣扎徘徊，陷入 “在家是犹太
人，在外是基督徒”的身份困惑之中。当时有人这样描绘马兰诺无所适从的精神困
顿：“出生时属于希伯来民族，一开始是一名基督徒，然后是一名犹太人，再然后既
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基督徒……他的推理是疯狂的，他充满无畏的言论，他是新奇之
友，也是悖论的搜索者，最为糟糕的是，他的道德是可恶的。”②

港口犹太人在摆脱宗教裁判所迫害的过程中，不再受传统拉比宗教权威的束缚。

不少马兰诺在批评天主教及其实践的过程中滋长了怀疑主义精神，他们在抵达较为
开明与宽容的港口地区 （尤其是荷兰及其殖民地）后本可以重返犹太教，但发现自
己已经难以忍受犹太教的精神束缚：“他们 （改宗者）习惯于秘密地或者公开地批评
天主教会及其传说、法规、牧师及其生活方式。当这种类型的马兰诺抵达荷兰尤其
是阿姆斯特丹时，他们发现所处的犹太社会与其父辈曾在西班牙遭遇非犹太文化时
的悲惨经历十分相似……对于马兰诺来说，很难不去批评犹太哈加达和哈拉哈，并
且他们发现很难接受拉比和社团领袖对个体生活方式的控制，尤其是在他们曾经如
此强烈地反对伊比利亚半岛教会权威的这种控制之后”。③

正是在此新旧身份的转换之际，产生了最早的怀疑主义思想，由此揭开了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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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强调 “作为国际贸易的中间人，犹太人大规模使用了外汇机制，它传统上流行于地中
海国家，后来又扩展至其他地区”。参见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４４页。

①　Ｄａｖｉｄ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Ｄｉｅ　Ｖｅｒｔｒｅｉｂｕｎｇ　ｄｅｒ　Ｍａｒｒａｎｅｎ　ａｕｓ　Ｖｅｎｅｄｉｇ　ｉｍ　Ｊａｈｒｅ　１５５０，＂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Ａｐｒｉｌ　１９０１），ｐ．５３０．
Ｙｉｒｍｉｙａｈｕ　Ｙｏｖｅｌ，Ｓｐｉｎｏｚ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Ｈｅｒｅ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Ｔｈｅ　Ｍａｒｒａｎｏ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６６．
Ｈ．Ｈ．Ｂｅｎ－Ｓａｓｓｏｎ，ｅ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７１９．



人世俗化的序幕，有学者将马兰诺称为 “欧洲现代化的开端”。① 马兰诺怀疑主义思
想的主要代表有１７世纪中叶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世俗思想家乌里尔·达·科斯塔
（Ｕｒｉｅｌ　ｄａ　Ｃｏｓｔａ，１５８５－１６４０）、胡安·德·普拉多 （Ｊｕａｎ　ｄｅ　Ｐｒａｄｏ，１６１４－１６７２）和巴
鲁赫·斯宾诺莎 （Ｂａｒｕｃｈ　Ｓｐｉｎｏｚａ，１６３２－１６７０）等，他们基本上都是源自葡萄牙的塞
法尔迪犹太人。达·科斯塔因否定口传律法被两次革出犹太社团，他又两次悔罪，

最终不堪其辱选择自尽；普拉多则进一步提出自然神论思想；斯宾诺莎将这种怀疑
主义精神推向顶点，他大胆质疑 《摩西五经》的神圣性，强调历史的最高主宰是自
然而非上帝，这种理性主义解释挑战了拉比当局的宗教权威，他因此被革出阿姆斯
特丹犹太社团。斯宾诺莎是第一个脱离犹太教但又没有皈依其他宗教的犹太人，被
称为 “第一个现代犹太人”。②

在思想层面总的趋势是，港口犹太人的宗教实践与精神生活变得自由和多元。

通过与外部文化的频繁接触，对更大范围的基督教文化的融入，宗教实践不再是社
团生活的中心；③ 作为所有这些现象的结果，出现了对传统宗教观念的怀疑和对拉
比权威的挑战。学者乔纳森·以色列指出，１７世纪末和１８世纪塞法尔迪人中间的
自然神论发展为 “真正的思想与文化实质，并对拉比权威、犹太传统及其遵守构成
持久威胁”。他认为，在１７４０年之前存在一场塞法尔迪人的犹太启蒙运动；④ 他将
塞法尔迪人反对宗教权威的行为置于整个欧洲的范畴中进行考虑，认为这些行为是
当时欧洲知识精英对宗教发起挑战的一部分，并将斯宾诺莎称为 “激进启蒙运动”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⑤ 的先驱者。可以说，这些怀疑主义和自然神论思想，是
现代性在塞法尔迪人精神世界滋长的重要体现。

（六）法律与社会地位的提升

在参与殖民扩张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港口犹太人打破了传统犹太社会的许多
约束，他们并非生活在自治的犹太社团中，而是生活在自愿组成的协会或商人团体
中。港口犹太人所到之处，当地统治者通常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给予各种特权，允许
其自由定居并开展贸易活动，对其宗教活动不加干涉，这种行为被称为 “公民包容”

·９９１·

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与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ｏｐｋｉｎ，Ｅｐｉｃｕｒｅ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　Ｒ．Ｂ．
Ｐａｌｍｅｙ　ａｎｄ　Ｒ．Ｈａｍｅｒｔｏｎ－Ｋｅｌｌｙ，ｅｄｓ．，Ｐｈｉｌｏｍａｔｈｅｓ，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１，ｐ．３４８．
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ｅｗ：Ｓｐｉｎｏｚ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
Ｉｍａｇ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Ａｄａｍ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ｓ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７，ｎｏ．３（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７），ｐｐ．４１７－４３７．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Ｉｓｒａｅｌ，Ｗ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Ｐｒｅ－１７４０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Ｊｅｗｉｓｈ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Ａｒｑｕｉｖｏｓ
ｄｅ　Ｃｅｎｔｒ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ｌｏｕｓｔｅ　Ｇｕｌｂｅｎｋｉａｎ，ｖｏｌ．４８，２００４，ｐ．１９．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Ｉｓｒａｅｌ，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１６５０－１７５０，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ｃｉｖｉ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①值得注意的是，与宫廷犹太人享有的特权仅限于少数犹太精英
不同，“公民包容”针对的是港口犹太人整个社团。传统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通过
《人权宣言》的法律形式首次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实际上，港口犹太人享有的 “公
民包容”，已经给予犹太人事实上的公民权，使之具有几乎完全平等的法律与社会地
位，这比法国大革命早了一两个世纪。

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下，犹太人由于其商业价值而被允许进入各地定居，从
而使港口犹太人的法律与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这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② 一是
颁发特许状，不专门针对犹太人，主要出现在安科纳、威尼斯和利沃诺以及波尔多、

汉堡等地受天主教影响的地区。这种由当地统治者颁发的特许状，确保所有定居当
地的外国人 （包括犹太人）享有许多额外的权利与特权，包括免税权、豁免权以及完
全的宗教自由。其中１５９１年和１５９３年利沃诺的托斯坎纳大公费迪南德一世·德·美
第奇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Ｉ　ｄｅＭｅｄｉｃｉ）颁布的两个特许状最为著名；从１７世纪末起，波尔
多市政当局承认了新基督徒作为商人团体的特权，１７２３年以缴纳税收为条件正式承
认他们的犹太人地位。③另一种情况是所在国的宽容声明与议会文件，专门针对犹太
人而制定，以此确保港口犹太人的平等权利，这主要出现在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的荷兰和英国。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在进入当地不久的１５９７年就被给予公民地
位，１６５４年当地市议会又给予所有犹太人公民地位以推动贸易。④居住在伦敦的塞
法尔迪犹太人在１７世纪下半叶获得了宽容地位，分别由１６６４年来自枢密大臣的信
件和１６８５年英王詹姆斯二世发布的宽容声明所确认。⑤

就殖民地的情况而言，港口犹太人获得的法律权利更多，他们几乎不受限制地
从事各种职业，不仅自由从事国际贸易和殖民活动，而且拥有土地或种植园，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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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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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ｉｓ　Ｃ．Ｄｕｂｉｎ，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Ｊｅｗｓ　ｏｆ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　Ｔｒｉｅｓｔ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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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并使用其进行劳作，甚至还有犹太人参加军队。①１６５８年荷兰议会承认那些被
西班牙人在海上俘虏的犹太人为荷兰公民，这项法律事实上确认了荷兰及其殖民地
乃至大西洋范围内犹太人的公民地位；在加勒比地区，摩西·德尔加多 （Ｍｏｓｅｓ
Ｄｅｌｇａｄｏ）为牙买加犹太人赢得了选举权。②尽管没有类似于 《人权宣言》的法律文
件来明确港口犹太人的公民权，但他们获得的事实上的公民权不仅为其开展商业活
动提供了许多便利，而且为此后美洲犹太人获得各项自由奠定了基础，并推动着欧
洲犹太人争取平等公民权的行动。

总的来看，港口犹太人通过积极参与殖民扩张和洲际贸易，现代商业社会③的
特征在这一群体中间不断成长：他们不仅主要从事跨文化贸易和国际经济交换，而
且商人在其社团中处于领导地位，他们与主体社会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在频繁的国
际迁移中滋生了对传统权威的怀疑精神。更为重要的是，港口犹太人由于其商业价
值被主体社会认可，而带动了法律与社会地位的提高。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商业社会特征的成长仅是其中的重要指标之一。虽然商业社
会的概念不完全等同于 “现代性”，但对于犹太人这个长期处在流散状态的商业民族
而言，现代商业社会特征的成长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变革意义：它不仅为港口
犹太人商业才能的充分施展带来了广阔空间，使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
独特作用，而且促成了犹太人与主体民族的融合，进而成为推动社会内部发生结构
性变化的重要催化剂。可以说，在港口犹太人那里，“商业性”与 “现代性”实现了
高度的同构，以与外部社会开展商业交往和建立国际经济网络的形式，推动着塞法
尔迪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１８世纪下半叶中东欧地区阿什肯纳
兹犹太人的社会转型，与欧洲主体社会一样，是通过思想启蒙孕育现代性因素的成
长，继而推动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和转型。通过对犹太社会转型不同路径的考察，可
以更准确地理解犹太人对于现代精神的引领作用，他们因而被称作 “现代性的先行
者”。正如学者斯列兹金指出的，“现代是犹太人的时代……在资本时代，他们是最
富创造力的企业家；在隔离时代，他们是最有经验的流亡者；在专业时代，他们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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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熟练的专业人员。一些最古老的犹太特性———商业、法律、医学、文本诠释与文化
中介———已经成为所有现代人最为根本 （与最具犹太特点）的追求。通过作为古代人
的典范，犹太人也成为现代人的楷模。”①

结　　论

综上所述，以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为主体的港口犹太人，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国

之间，形成了连接新旧大陆 （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等）的全球性贸
易网络，成为当时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存在达三个世纪之久的港口犹
太人及其贸易网络，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遗产。就犹太社会而言，港口犹太人早
于阿什肯纳兹同胞一两个世纪就已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现代性因子在该群体中
间不断孕育，他们与主体社会的融合不断加深，并广泛接纳现代世俗知识，逐渐打
破了传统的犹太社会结构，从而开辟了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 “另一条路径”。这条塞
法尔迪路径是以商业交往和经济网络为核心，它与以思想启蒙和文化融合为特征的
阿什肯纳兹路径如车之两轮共同冲破了传统犹太社会的藩篱，推进了犹太民族的现
代转型。

传统观点认为，１８世纪下半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率先具备了现代社会的诸多特
征，例如享有职业自由、与主体社会的融合、拥有平等的公民权以及世俗观念的出
现等；而事实上，上述特征都可以在一个或两个世纪之前的以塞法尔迪人为主体的
港口犹太人那里找到，具体体现为空前的人口流动与经济联系、频繁参与跨地区交
往和殖民活动、商业价值的凸显、对传统宗教权威的挑战、法律与社会地位的提升
等。萨洛·巴龙注意到，１６世纪的意大利和１７世纪的荷兰的塞法尔迪犹太社团已
经显现出了现代犹太社会的新特征，将之称为 “意大利与荷兰的哈斯卡拉运动”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Ｄｕｔｃｈ　Ｈａｓｋａｌａｈ），他尤其以阿姆斯特丹塞法尔迪犹太社团为例，强调
当时这一群体中间的宗教和思想骚动 “为犹太教的世俗化和犹太人整合到西方国家
更大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奠定了坚实基础”。②巴龙指出，“哈斯卡拉运动的所有根本
趋势，例如世俗知识、‘纯粹的’希伯来语、历史主义和个体对社团权力的反抗，在
门德尔松很久之前的意大利和荷兰都变得越来越显著”。因此，他得出结论：“与犹
太人莱奥内·埃布里奥③和斯宾诺莎相比，德绍的贤哲 （即摩西·门德尔松）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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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个中世纪的护教学家而非现代的世俗哲学家。”①

从全球视野来看，港口犹太人与殖民扩张、海洋贸易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一群体积极参与早期全球交往，在此过程中催生了现代商业运作模式，推动了资
本主义的发展。由家族分支构成跨地区的商业纽带、分担商业风险的代理人机制、

出色的文化柔韧性和中间人身份、对财富之流与商业机会的敏锐洞察力等，尤其以
贸易网络的方式开展洲际性经济交往 （成为跨国公司的前身），这些都使犹太人成为
当之无愧的资本主义先驱者之一。此外，港口犹太人在合伙证明、海上保险、汇票
等信用工具发展为西方近代商业规范的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有学
者将之形象地称为 “犹太桥梁”（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Ｂｒｉｄｇｅ）。②

作为地理大发现后人类文明转向海洋这一新的社会现象的推动者，港口犹太人
群体所具备的边际性、流动性、世界性特质成为其获得商业成功并维系全球性贸易
网络的根本性基因。在欧洲其他群体与海外的交往仍十分缓慢之时，港口犹太人作
为典型的贸易流散社群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依托散居在各地的同胞所拥有的大量
财富与广泛联系，以贸易网络的形式广泛参与全球交往和殖民扩张，不仅推动了犹
太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重要先驱者和引领者。港口犹太
人及其构建的跨地区贸易网络，充分诠释了少数群体在参与并推动近代早期全球交
往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是对普遍存在于犹太史与世界史研究
中的 “欧洲中心论”的突破，为窥探犹太社会现代转型以及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发
端提供了独特视角，对这种 “犹太因素”的重新审视无疑从一个侧面丰富着我们对
于全球历史多元构成及其复杂动因的认知。

〔责任编辑：焦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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